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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李贵连，1969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法律系（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8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

法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华中科技大

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

史、保险法学。主要学术著作有《沈家本年谱长编》《沈家本传》《近代中国

法制与法学》等。

为出版李老师荣休纪念文集，原计划附以恩师学述一篇，并委托韩涛、

正茂两同门撰拟，但因两兄分处沪鮀，实所不便，兼以出版不宜久拖，在几

位师兄提议下，改由家红担此重任。本人先后对恩师进行了三次单独访谈。

虽事先拟有提纲，但其间即兴发挥、逸出主题者实所难免。今据访谈记录进

行整理，以飨同好。在不侵损原意的基础上，谨做文法梳理，并适当保留谈

话语气，读者诸君，或可以“实录”目之。

“桃李春风一杯酒”，为北宋黄山谷诗中名句。今借作题名，实有三层

含意。其一，“桃李”既为具象，亦代指同门诸弟子，藉此表示此集实为同门

诸君为答谢恩师诲育之恩而作，并愿诸位同门如桃李般成长结实，遍满天

下。其二，“春风”乃形容平日与恩师接触之真情实感。凡是李门弟子，甚至

包括其他众多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在与李老师接触中，无不有“如沐春风”

的感觉。有人常说，能进入北大，作为李老师的弟子，实为人生双重的幸

运！也就是在如沐春风的接触中，我们作为听众、作为弟子，不断地春风化

雨般地感受一位仁者智者的家国情怀，找到自己人生前进的方向。其三，

“酒”为助兴之物，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同门之中不乏酒量豪爽者。据说李

　　　桃李春风一杯酒
　　　　　——李贵连教授访谈录

□孙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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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年轻时喝酒的功力十分了得，但近年因为身体等原因，已有节制。每

当同门聚会，师生畅饮，酒酣耳热之际，纵论古今，抒发胸臆，百无禁忌，

大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情，每每令人难忘。由是观之，这“一

杯酒”里面，又岂仅是杯中俗物？

社会·运动·大学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下简称孙）：作为

知识分子，人的生命有很多种形式，一部分是家庭的血脉传承，另外一部分

就是学术上的传承，这可能远超出家庭的范围。

李贵连（以下简称李）：我倒是觉得，在学术上的传承，需要靠你们自己

来开创。我经常跟刘广安老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先天不足，就是该读书的时候，却没有读。上大学，本来是要读书的，结果没

有办法。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到了后来，因为有生存的压力在里面，就又有

些浮躁了。当时的生存压力有多大呢？一家几口人，你要让他生存下去，还

要让他读书，这个压力很大。所以只能是“急就章”，不可能像现在的人，包

括像你们做大学生的时候，可以安安心心地坐下来。如果不受外面的影响

的话，生存应该没有问题。我们不一样啊，应该读书的时候就赶上“文化大

革命”。当然，另一方面，赶上了“文革”，参加社会实践，对于这个社会的观

察，可能这一点是你们光读书的人读不到的。但是，毕竟读书量太少。我自

己读书就不多。所以，我们这一代，要做大学者，不可能。因为环境条件造成

了，你没什么办法的。要做中等学者也很难，依我看，最多是小学者，顶多混

口饭吃。什么大师，全是糊弄人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孙：其实，虽然现在读大学的人，情况可能稍微稳定一点，但以前的基

础也多属一般。其中，也有不少是农家子弟。尤其在读大学之前，所受的教

育都很一般的。

李：当然是一般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东西都被禁了，所以，

很多东西是读不到的，真正读也很难。所以，这一代人算是被搞坏了的，不

光是我们。现在六十五岁以下者，差不多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真正

算是读了一些书的，应该是1949年以前大学毕业的，可能是读了一点。1949

年以后，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让你读，不搞文化革命，也是读不出来的。受意

识形态影响，很多东西都被遮蔽了。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蒋介石是人民公

敌。不知道二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中有蒋介石。但他确是反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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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领袖之一，那可不可以说他是民族英雄？人民公敌与反法西斯领袖，这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到底应该怎样评价？ 

孙：您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文革”前吧？

李：我们是1965年进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始，姚文元那篇批海瑞

罢官的文章就发表出来，大家就开始学习了。1966年4月份，工作队就进来

了。工作队一进来，就抓反革命。实际上，那个模式就是“反右”的模式。每一

个班里面，就是按照左、中、右来划分的。

孙：那时“四清”应该还没有结束吧？

李：其实“四清”有两个。我们一般理解的是“社教运动”，另外还有个“政

法四清”。我们上一级，1964级，运动开始前就去搞“政法四清”了。当时有规

定的，法律系的学生要搞一次“政法四清”，一搞就是一年。在时间上，与“社

教运动”差不多同时吧。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也读不了什么书，如果

不搞运动，就去劳动了。但我没有去搞“四清”。我们前面一届的都去搞了。

有人带队，分到各个公检法单位里面去搞。

孙：那您毕业的时候，正处于“文革”中了？

李：实际上我们是推迟毕业的。“文革”中很多事，其实现在是不好评

价的。工作队一进去，各个学校里面就搞左、中、右，右就是准备运动一结

束就抓人的。当时对“文化大革命”也没想那么多，各级党委、各级政府都

以为搞几个月就完了，像1957年“反右”一样。把人分了左、中、右，运动

一结束，就要抓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学校里面，基本上都有因为

这个出事的。

我们那个时候，法律系招生是很少的。我们那个年级一共招了六十个

人，两个班。其中，有一个班是调干的，一个班是高中考上来的。两个班很

不一样，当时调干的，最大的有二十七八岁的，我们那时十八九岁。工作队

进校后，每个班都有几个右派。这些人知道工作队给他们定了右派了，在

“五一六通知”出来后，他们就开始骚动起来了。当时在我们那个学校有一

个“六·二○”事件。就是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要接见人，把右派们搞上车。

怎么接见的，接见时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回来时，是学校工人民兵

用枪把他们押回来的。所以，这些人明显的是右派，只要运动一结束，这些

人不是被判刑，就是进农场，绝对是这样的结果。这些人一直被压着，不敢

说话。等到8月份“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出来，这些人就不客气了，一下子

就反过来了。他不反也不可能，因为那是鱼死网破的问题。所以，8月份的时

候，他们这些人全反过来了，就把王任重抓回来了，批斗他，按照毛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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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其实，那些右派，也有一些党员，提了一些意见，

有不满情绪，这样就成了右派。 

孙：在您进入大学后，当时学校的法律专业情况怎么样？对后来的专业

研究有一些影响吗？

李：当时的法理学叫做“国家与法”，我们进入大学后，一开始就上这个

课，还有宪法，一共有几门课，都是按照苏联那一套来的。具体的如刑法、民

法这些，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叫刑法，只是刑事政策，因为当时除宪法、

婚姻法外，其他领域都没有法，只能搞政策。

孙：当时您毕业后，就直接分配了吗？

李：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武汉有震动全国的“七·二○”事件。“七·二

○”以后，整个武汉由造反派掌权，社会上武斗，学校里面也打。1968年的

时候，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搞“斗批改”。1968年冬天，我们被安排到湖北的

漳河水库，在那里关门搞“斗批改”。当时财政部在漳河水库那里有个干休

所，我们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多吧。到1969年应该毕业的时候，没有毕业，推

迟毕业了。在漳河搞斗批改学习班。同学之间互相斗，抓反革命。过去的造

反派，又被打下去，一个一个成了反革命。我们那里斗批改的时候，确定这

个人有问题，就派几个人给他办学习班，隔离起来，一办就是几个月，要他

交代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什么组织，干过什么事，都要交代清

楚。所以，搞得毕业之后，同学之间没有什么感情，都因为过去把人的感情

斗完了，很伤人的！大概1970年春天，我们算是斗完了。然后分配工作，我

到军垦农场，围湖造田，又搞了一年半，湖北沉湖就是我们围垦出来的。在

军垦农场，开始是围垦，战天斗地。后来也是办学习班，清查“五一六”，抓

反革命。又有一些被迫承认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结果也是很惨的。这些

阅历，你们没有，也读不到的。

孙：经过这些阅历，应该还是很有感触的。当时的斗争，把人际关系都

搞坏了。

李：是搞坏了。所以，“人心险恶”，应该可以从这里面体会得到。本

来是很好的同学，翻过脸来不认人。唉！这个教训，很难解决，关键还是

人性的问题。我总觉得，阶级斗争有它存在的一定理由，但是长期搞下

去，像毛泽东那样，要继续革命，要把人性搞坏的。搞阶级斗争，两分法，

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允许既不革命也不反革

命的中间立场。就像布什当年发动反恐战争，不跟我反恐，你就赞成恐

怖，太霸道了。所以，“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很流行。这个东西，是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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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弄坏的。谁都可以为了个人目的，任意说人家是反革命，大义灭亲，

反戈一击，这个很可怕、很无耻的。就像古代的皇帝，对于降将，列入“贰

臣传”。实际上，他需要人投降，希望人投降，但是，投降过来以后，就反

客为主，道义上不认可，因为你可以背叛他，当然也可以背叛我。这个逻

辑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搞得连父母也可以揭发，夫妻之间也可以互

相揭发，人性全坏了。

孙：您正式工作，是从什么时候算起？

李：我正式工作从1969年就开始了。到军垦农场，就发工资了。现在

我的工龄，都是从1969年算起，算是大学毕业，因为当时推迟毕业，不是

个人原因，那是国家的原因。1971年底，军垦农场结束，但当时公检法还

是在军管之下。县里面叫公检法军管小组，市里面和省里面叫军管会，因

为“文革”开始，公检法机关就被砸烂了，但是社会治安没办法弄，就实行

军管。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军管，大概管了一年多。1973年，军管就撤了。

军管撤的时候，就开始成立公安局、法院，没有检察院，我就到法院了。在

我走了以后，1978年以后，检察院才成立。实际上，当时只有公安局和法

院，检察院由公安局的预审代替。所以，我算是恢复法院后第一批进入法

院工作的。

孙：所以，当时您在法院里面，正式大学毕业，学历算是比较高的了。

李：那是当然。其他人，一是军人，当时复员的军人没有读过什么书，“文

化大革命”时读了两年书，那个书能算数吗？连个字都写不成！再就是农村

里面，所谓积极分子，抽出来，都不懂什么的。

孙：那您在法院一共工作了八年？

李：差不多，一直到我1978年离开那里。开始的时候，就做一般的工作，

后来搞法庭，我又到法庭去工作。那时法庭也没什么人，就是一两个人。现

在一个城关镇法庭就有十几个人，车就有好几部。那时，我所在的县，好像

有六十多万人口，而县法院的人员，开始还不到二十个。我在法庭做过一般

工作人员，也做过副庭长，实际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因为法庭就一二个人，

也没有庭长。后来到院里搞过刑庭，也搞过民庭。那时法院也没有多少事，

就是一些婚姻、经济案件，不像现在。当时抢劫、盗窃案件很少，因为没有好

多东西给你抢，也没有好多东西给你盗。当时，破坏军婚的案子比较多，再

有就是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案件，都是一波一波的。再就是凶杀，往往是

跟奸情有关系。还有，就是反革命案子，因为“文化大革命”后，跟随“四人帮”

的人，都被定为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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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问道·法史

孙：像您这一代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

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应该都是很有故事的。至少在我们这一代看来，这代表

中国学术一个新的开始，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李：我没什么故事。当年第一届研究生，现在很多人都说他有什么理想，

为什么理想而来的，我没有这种觉悟，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我是为改变

命运而来。这第一批研究生，绝大部分都是从边远穷山区来的，城市里面的

极少，甚至第二届都是这样的，主要是为了改变命运。去年去世的我的同学

张铭新，他是从新疆考过来的。他在乌鲁木齐坐汽车，还要三天三夜，才能

到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当时的中苏边界的一个县。在那边远地方，要改变命

运，只有考研究生。我也是，当年从我工作的地方到武汉，坐车要三天，所以

我们考上研究生，到北京之后，就拼命地学。希望学点东西，改变命运，有个

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批研究生里面，对政治感兴趣的没有多少。

孙：当时您们这些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有什么距离吗？还是经常在

一起？

李：我们这些人和本科生还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是拼命读书的，为什么

拼命读呢？就是以前耽误了，要补上去，补上知识课，以后才能安身立命。当

时我们和本科生在一起很少。当时张国华、饶鑫贤老师给1977级、1978级

他们上课，我们作为教学辅导人员，我们也参加一下教学讨论。后来，他们

有一些课，我们作为教学实习，也要给本科生上课。这些课，本来是张国华

老师和饶鑫贤老师上的，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让我们作为教学实习去给

他们上。当时1979级本科的近代部分，就是我讲的。

孙：当时是张国华老师已经定下来要留您了，还是没有定下来，就让

您去讲？

李：当时还没有定下来。现在感觉那是一种方法，因为你要讲，所以你

就要备课，不能马虎。当时1979级的课，先秦部分是张国华老师讲的，封

建部分是段秋关讲的，近代部分是我讲的。而且，当时法律系没有部门法，

部门法根本就讲不出东西来。当时法律史是讲很长时间的，像法制史要讲

一年，给你搞很多课时。法律思想史，好像也是两个学期，不像后来。开始

是一百多个小时，后来慢慢减到五十多个小时，原来一年的课，最后减成

一学期了。

孙：当您毕业时分配工作，与“文革”时期不同了，是不是会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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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情况？

李：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还是分配。那时学校都要人，需求量很大的。要

是想留下来，就要跟自己的导师提出来；要是想走，他也放你走。当时我的

档案还在原单位，工资也还是原单位发的。所以，你要是回去，他也不干预。

那时毕业前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块钱上下。我们那个单位还不错，因为希望

我回去，给我提了一级。后来发现我不回去，但工资提了也就提了。我在读

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那个地方的法院院长还特意跑到北京来，动员我回

去，但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

孙：前些时候有人在媒体上炒北大法律系的“黄埔一期”，您怎么看？当

时您们研究生是不是谈政治少一些？

李：我们这一批研究生都不太愿意从政，不像那些本科生。因为这一

批人，绝大部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从政的很少，都不太愿意从政，都

对政治厌倦了。而且，我们不像1977级那些人，我们是亲眼看到，在“文

化大革命”中，在斗批改过程里面，反反复复地互相整，今天是革命的，明

天就是反革命，后天反革命又变成革命的，都看透了这个政治。因为看透

了，野心就没有了。后面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虽然年龄差不多，但后期

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还是会野心勃勃。而我们这些人都是

经历过来的，亲眼看到那些同学，三结合，成了什么学校的、市的、省的革

委会主任、委员，神气得不得了。但没几天就成了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

来。有一些人被政治利用完了，就甩掉了。整体来看，开始那届研究生，参

政的比较少，年龄也稍大一些。

孙：但是，读了研究生之后，思想上还是会有些改变吧。包括当时您到

北大来读研究生，没有想到后来能留校当老师吧？

李：当时留不留校还不知道。只是知道，读了以后，改变命运，离开原

来那个地方。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离开那个地方，不回去了，另外找新

的出路，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而且，当时的研究生出去，不像后来那样有什

么待遇，当时没有什么好的待遇。不过，有些好的地方，就是回去之后，给

你提个职务。

孙：您最初留校时条件怎么样？

李：当时住二十一楼，十平米，条件很苦的，比湖北那时的房子还差点

儿。1983年、1984年的时候，当时教研室在老三教，是一个大教室。我们当

时没有地方可住，就在教研室搞了一个床。1985年的时候，搬到了朗润园

158号大杂院，一直住到1992年。当时给我两间，还有一个厨房，是自己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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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朗润园住了八年，那个地方住的条件太差了，但是外面的环境很好。

刘广安老师经常去。一出门就是湖，弯弯曲曲的小路，很有诗意的。所以，

刘老师觉得那个地方太好了。当时在燕东园还有一个选择，也是两间房，

有暖气，但是要三家人共用厨房、厕所。朗润园没有暖气，要自己取暖烧炉

子，但我还是选择了朗润园。在朗润园，我自己运了八年煤，所有的煤都是

我一个人拉的。

孙：当时您留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很幸运？

李：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在机关也呆过，对机关很厌烦。因为在机关

就要玩手腕，要斗。那里面不玩手腕不行，我不愿意玩手腕，也不愿巴结人，

所以选择了留校。

我留下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六了。在我毕业的时候，湖北的中南政法

学院要我去，广东的中山大学也想我去，端木正曾找我谈过话的，还说帮助

解决家属的工作。还有武汉大学，也都要我去。但是张国华老师要留我，我

就留下了。

孙：当您刚留下来的时候，张国华老师他们还讲课吗？

李：那时一留下来，就开始讲课了。张老师讲到1980级，以后就没再讲

课了。要讲的时候，就做一两个小时的讲座。1982级，以及后来，就全是我讲

了。饶老师有时插空讲一下。 

孙：您在1987年评上了副教授，当时副教授就可以带研究生了吗？您

觉得自己主要研究在哪些领域？如何自我评价？

李：是可以带了。第一届是何云鹏，他是1988级的硕士。后来，李新成、

孟东升就都来了。说老实话，我总是不承认自己是学者，不过一个教书匠而

已，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心里没有好多牵挂。我不是李泽厚所说的“四星”，

做不了也不想做。所以不在乎人家的评价，自己也不评价。我是小老百姓一

个，不在乎。

孙：之前看到您的一份在北外讲座的底稿，对中国法律史有一个十分

清楚的框架。开始以为是新写的，但后来发现是以前写的。可见您很早就对

中国法制史有了系统性认识。

李：在大学里面讲课，就有这个好处。讲了以后，会发现问题的，发现了

就改一点，再发现了再改一点，就这样的。因为学校和研究所不同，你要上

课，就必须要通。尽管可以不做那么多研究，但是必须要通。所以，当时很

多东西，如先秦诸子大部分都是看过的，做了很多读书笔记，也做了很多卡

片。你要先反复理解，反复琢磨，然后再摘录，很多是消化了的。另外，随着

桃
李
春
风
一
杯
酒



社会科学论坛 2013/9122

阅读的积累，了解的越多，认识的越深，若干年后重读一本书，你的理解也

可能不一样。

孙：再有一点，从我们这一代看，是否您也认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

始做研究生的时候，脑子里是否还保留一些意识形态的旧的东西？

李：当时是有的。那时阶级斗争观念太厉害了，很难一下子摆脱的，但

是我到80年代后半期，就基本上摆脱了。

孙：这可能与您做的研究有关系，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沈家本（沈

家本，清末官吏、法学家。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

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同，重视研究法理学，建议

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

的东西，很多没法自圆其说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突破。

李：但是，真正摆脱旧的意识形态影响，是进入21世纪，很多东西需要

重新思考。

孙：我们通过阅读您在1998年前后的文章，会很明显地感受到这里

面的变化。这样一个变化，其实也反映了法律史研究是一个逐步深入的

过程。现在有些人如果还照以前那样讲，基本还是浮在上面的，讲宏观、

讲笼统的。

李：再一个呢，反过来以后，也有很多问题，恐怕也得考虑。比如去年在

云南开会的时候，有人将清末皇帝退位的诏书捧的那么高，我觉得他们搞

的有点过了。其实，退位诏书没有那么重要。

孙：像这些人，对于历史的基本事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看重。但是，在

他们的身上也反映出，他们对于以往的教科书式的一些说法，有一种逆反

的心理。所以，在他们的研究中，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包括对于退位诏书

的研究，都透露出来一种反以前的教科书、以前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

究竟能不能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是不是那回事，就更应

该打上问号。

李：我看了李剑农的相关研究，也可以说是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再一

个，他的学术成果是举世公认的，里面有许多细节问题都不易说清楚。看问

题，你必须要看细节，不看细节是不行的。包括联省自治，当时湖南走的是

最远的，他自己身在其中，参与甚至可以说主持省宪的起草制定。但他对这

件事并没有评价很高。

孙：从北大对法律思想史的处理来看，似乎对于先秦和近代讲的多一

点，而对于中间这一段，封建社会这时期讲的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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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间一段，实际上是没有多少要讲的，我一

直是这样说的。因为先秦和近代是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才有思想嘛！转型

面临一个国家和社会往哪里走的问题，这个时候，你想不想做，都要被卷

进去，必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常在课堂上讲，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区

别就在这里。国家稳定，社会稳定，才有制度。国家不稳定，社会不稳定，

实际上就没有制度。倒过来，思想必须要在社会乱的时候产生；社会稳

定，不允许思想离经叛道，这是中国的传统，几千年都这样，因为不是自

由社会。在社会稳定的时候，社会上会有一些变化，制度会不断完善，思

想不会有根本上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不允许提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整体上不会有变化。

孙：再从宋明理学来看，在讲法律思想史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阶

段。但是，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这样一种学说或者思想之于法律上的变

化，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其间的变化还是比较深刻的，以致引起后来对于宋

明理学的强烈批判。

李：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宋明理学在哲学上或许可以多讲，但在法律思

想方面，没有太多的东西可讲，因为整个制度上没有变。

孙：其实，这就透露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宋明时期，我们在讲法律思

想史的时候，当时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当时的法律制度也一直在变，但是，这变化里面，

如果不是透露出宋明理学的思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如何解释

该种思想的根源？

李：就是在不断地强化专制。最近俞江发了一篇文章到台湾去，主要是

讲“夫殴妻，妻殴夫”从唐到明清的变化问题。总的观点就是：夫殴妻，罪责

减轻；妻殴夫，罪责加重。法律条文也是这样规定的；原因就在宋明理学，把

“三纲”上升到法律中去了。 

研究·历史·家国

孙：经过前两次谈话，您的经历基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请问您对于法

律史研究还有什么想法？

李：没有想法啊！现在法律史不好做，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做，因为太

少功利。

孙：那您对于沈家本的研究，觉得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在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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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是否可以再挖掘一下？

李：可以。实质上，对于沈家本，你要细做的话，他的《历代刑法考》，值

得再仔细核对，因为里面有很多错的，包括印刷错误。再一个，他的观点准

确不准确？这些都值得去做。因为《历代刑法考》是他在法律改革时期做的，

是围绕当时现行的问题所做的研究。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按语里面，经常

说，这个中西方有点相似之处。“相似之处”是说，当时在新旧法律中都可以

找到，新律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因为与修订新律有关系。这些问题，如果

认真地去做，应该是可以对相关问题提出重新解释。虽然你们愿意做这个

事，但会很花时间的。我们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孙：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沈在做《历代刑法考》的时候，一方面是

探究历史，另一方面是现实需要，两者需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要从

知识的角度，或者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讲，这里面值得商榷的地方应该很

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番用心，也都是值得探索的。

李：是。比如说他在删除奴婢律例的问题上，他是维护人权，那是可以

肯定的。但他所举的很多历史上的例子，就像光武帝废除奴婢，还有其他

很多的例子，他都是用传统的东西来阐释这个事情。但是，废除奴婢，按

照西方的说法，就是保护人权。可在中国历史上哪有什么人权啊？只能看

到孔子那种儒家的仁政思想。仁政和人权到底是什么联系？他用仁政来

证人权的问题，到底对不对？应该给他怎么定性？另外，废除重刑的问题

也是这样。为了废除重刑，他回过头去，举出很多例子，包括唐朝的赵冬

曦。他为什要用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和现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

事？能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看？因为，废除重刑，也是为了保障人权，现代

法是保障人权的，可能与古代法恐怕不一样。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好多呢。

像删除同姓为婚，也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他的每一样做法，不像后面做

学术的，在那儿讲空话，他都是落实到具体法律问题上去的。包括他的《寄

簃文存》，里面的考证辨析文章，都是落实到法律上去的，是为修订法律服

务的。而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应该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到细

的地方了，讲空的不行。

孙：包括他与刘锦藻的关系，也很值得玩味。他是沈家本的浙江老乡，

他的《皇朝续文献通考》也是沈家本代为推荐的。但是，我们从《皇朝续文

献通考》里面看，刘锦藻对沈家本的一些法律改革观点批得很厉害。他很纳

闷，他觉得沈家本这样一个旧学邃密的人，怎么会轻信几个毛头小子的说

法，空口讲白话，但沈又推荐他的书。沈去世后，刘锦藻给沈家本写了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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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讲到了他与沈家本的特殊关系，并且提到沈家本对他的儿子刘承干特

别好。由此可见，二人在私交上应该是很好的，尽管在法律改革的一些观点

和措施上有些分歧。

李：这与陈宝琛也是一样的。你看陈宝琛给沈家本死后的题词中，写

得多好，但他们在观点上是很对立的。那一代人，似乎肚量是很大的。包

括像劳乃宣这些人，彼此之间虽然有分歧，但不影响互相的尊重。劳乃宣

的政治观点除外，恐怕他的道德人格不是很差。当时对宪政民主有真正

了解的人，恐怕也很有限。所以，后来民国政治不成熟，恐怕也是很难避

免的。对于清末民国以来的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民国以来的

问题。当时清末的政治改革，立宪运动，因为有亲贵集团，没有办法，很难

推动，当然令人失望了。当时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就更糟糕、更麻烦。至于

民国以后，更是这样。对于民国问题如何评价？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需要

重写。包括孙中山的党治问题，完全一概否定，恐怕也不好说。孙中山如

果不搞党治，北伐就搞不成。如果不把国民党改组，国民党能够北伐成功

吗？因为他搞了改组，搞了党治，所以北伐成功了。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北

伐没有成功，到1937年，中国还是20年代那样，那中国真要灭亡的。因为，

全国没有一个政治重心。而且，即使说有重心的话，这个重心也没有力量，

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

从1800年嘉庆朝算起，嘉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嘉庆还比较可以。道

光就比较弱了，但基本还可以，所以政治上基本还搞得动。到了咸丰就不

行了，皇帝还是你做，但是下面指挥已经开始不灵了，所以抵抗外侮就抗

不住了。咸丰、同治、光绪，都是慈禧在那里管，慈禧对内对付大臣还有办

法，对外对付西方列强，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是大家有公论的。其中

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力量很弱。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康乾的时候，我相

信，可能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他调得动，指挥得了，但是后面指挥不了，你

有什么办法？到了民国，也是这样，国家权力没有重心，南面一个中央，北

面一个中央，是分裂的。他指挥不了，军令、政令不统一，你怎么抵抗啊？！

只有到了蒋介石的时候，搞党治，军令、政令基本上算是统一了，实际上也

没有完全统一，还有很多人暗中在反他。但是，蒋介石搞的也是军权、武

力，强行搞的，毕竟能够指挥全国了，后来共产党也承认他，接受了改编。

只有军令、政令统一，你才有能力抵抗外国。如果没有统一，你抵抗什么？

所以，如果日本早一点发动全面进攻的话，那恐怕真很危险的。假如无法

集中全国的力量，那问题就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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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是的。如果可以用儒家权变的思想来解释的话，孙中山搞党治和党

化，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不见得党化和党治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孙中山

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的说法，通过军政和训政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这只是一个过程，或手段；但他的目标，迟早还是要进入宪政这样一个

阶段。至少，从理论设计上是这样的。

李：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恐怕不行。因为党治一定是一个中央，

有几个人，一个领袖，太容易变成领袖专制了。接下来，领袖一专制，就要走

袁世凯的路，就要搞传承。你看非洲不就是这样吗？蒋介石可以绕过来绕过

法的。但是，党治却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权力过渡的时候，比较稳定。如

果像美国那样，总统四年一换人，要是在中国的话，那要引起很大的问题。

美国要选总统，他要花多少钱啊！中国搞得起吗？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人口

太多，还有可能引起动荡。

孙：从中国来看，国民党基本上是主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

的，实际还是一种专政的逻辑。

李：就是专政。所以，党内有派，就让他公开嘛！每个派公开自己的政

见，大家都是当面锣对面鼓，谁取得了多数就上台，别不服气。我觉得这样

做，可能会解决问题。明明有派，还要捂着，表面大家还是一致的，这就有

问题了。

去将“总统”的位子传给蒋经国。所以，党治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办


